
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
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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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如何将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新时

代下经济的平稳过渡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研究表明，在
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其占优决策为优先作

好产业升级，而不是创新驱动。 然而，如果后发国家一直保持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不

纠正人力资本与传统产业间的错配，则难以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纠正错配时，
后发国家如果过多地强调自主创新，而忽视产业升级，可能违背市场规律，难以摆脱传统

产业的主导地位。 就纠正人力资本错配而言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通过深化市场化导向的

制度变革、提高高技能产业的投资回报、提升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以及积极鼓励和

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式改善人力资本错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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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现代经济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以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特征的成长模式。
全球范围内，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的不断拓展，技术突破和业态创新将逐步融合产业边界；目
前中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大国，是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但仍然未能摆脱后发国家在全球

产业分工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产业发展水平低、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和比较优势陷阱锁定等。
此背景下，“十三五”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政策将面临重大变化：摒弃以往追求产业间

数量比例关系优化的指导思想，将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转向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
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充分利用了当时丰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

成本优势，成功促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面向市场的以轻工业为主导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型。 时隔 ４０ 年之后在经济步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产业结构开始二次转

型，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当

前的问题是，现有的人力资本与新型产业结构之间的配置难以达到完美状态，由此造成人力资本使

用效率低下以及产业转型受阻。 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虽然在数量上初具规模，但知识产业（研发

部门）的发展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对人力资本的竞争，在固有政策环境下，易引起摩擦

并给产业转型造成困难。 因此，如何将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结合，以实

现经济在二次转型期的平稳过渡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通过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

两个阶段的发展，塑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然而，随着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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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要求（龚刚等，２０１７），当前阶段由资本驱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

规模效率模式将会被取代，由社会开发带来的广义人力资本有效利用，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和重塑新型效率模式的关键。 但从中国行业间人力资本结构层次来看：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于各

行业之间；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增长；高层次人力资本匮乏，难以获得补充（袁富华等，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当前大学以上学历劳动者大量进入并沉积在高度管制的电信、金融、交通业以及公共服

务部门，而事业单位体制和管制制约了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发挥，出现了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

低和部分行业教育过度并存的现象。 这意味着，对于后工业化时期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实现

高效率模式重建而言，如果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结构改善和合理配置，将会成为创新增长的阻力。
Ｐｅｒｅｔ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和 Ｓｔｒｕｌ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阶段之后，将趋于

持续稳定增长，但在向更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过程中，根本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通过与

产业结构适宜匹配诱发技术创新从而减少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可能的震荡。 这反过来印证了当前

一些学者的论断：单纯人力资本数量增加并不必然促成产业优化升级和诱发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

产业结构错配会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发挥，制约技术进步以及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靳卫东，２０１０；李静等，２０１７）。 第一，持续的技术创新是避免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动力，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错配将抑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不利于通过分工深化促进一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培育，
尤其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结构向有利于实现产业转型的方向调整（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３；Ｄａｓｈ，
２００６；Ｍａｎｃａ，２００９；Ｃｉｃｃｏｎｅ ＆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２００９）；第二，社会进步是创新和模仿共同作用的结果，自
主创新是赶超世界技术前沿的主要方式，而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往往会引起技能劳动力偏离

创新活动（Ｓｅｑｕｅｉｒａ，２００３；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 ＆ Ｓｐｒｉｇｍａｎ，２０１２；袁志刚和解栋栋，
２０１１）；第三，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将抑制劳动生产率提高，易引致经济运行偏离最优增长路

径，且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若不能通过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将面临静态比较优势陷阱的困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４；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 Ｑｕｅｉｒóｓ，２０１６）。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专注于考察转型期人力资本配置对经济增长或社会创新的影响。 例

如，邵文波等（２０１５）从劳动力技能匹配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强调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人力资本

错配阻碍人力资本有效使用，而提高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是优化增长方式的动力机制。 李

静等（２０１７）则专门探讨解决技术密集型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之间人力资本错配为什么是中国经

济稳增长政策面临的难题。 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可能失灵，致使创

新动力不足，如果政府通过规制技术型企业，虽完美解决错配，但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 随后，
李静等（２０１９）进一步以人力资本配置为切入点，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的微观基础。 他们

指出，提高企业技术应用效率可以推动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且是选择最优增长路径的重要条件。 其

成功的实施需要政府在宏观结构上，积极推动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的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业的

有效供给，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

新增长点和新动能。
综合以上文献发现，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总量框架下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没有从结构

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大多数学者在达成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结构是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源泉这一共识之外，也有人认识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是抑制人力资本效用得以充分

发挥和产业结构转型困难的关键因素。 现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人力资本与产业结

构错配，那么其占优决策应当是利用好有限的人力资本开展创新驱动还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将是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本文以发达国家要素配置结构为准绳，考察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

研发部门此三个部门，定义两类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用于考察后发国家在配置高技术劳动力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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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差异。 随后，本文扩展了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８８）内生增长框架，假设劳动力质量决定产

业结构，并论证了在技术完美外溢时（忽略实物资本，此时稳定的增长率在国家间无差别），产业结

构差异可以拉大发达和后发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所以决定产业结构的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独立解释

比较优势陷阱。 本文的理论将后发国家经济转型的动机限定为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而经济转型的

契机来自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因此经济转型的战略必然涉及产业结构调整，即本文以劳动力质

量为媒介，从理论上获得了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必然联系。 之后，基于比较静态分析，发
现自由市场会将后发国家的新增人力资本配置到本国技术密集型部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

本配置，因此是一种“错配”），这是因为高质量劳动力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收入从短期来看会高于

传统产业与研发部门。 基于市场的短期有效性，我们提出：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应是优先发展技术

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且允许人力资本错配，而不是立刻实施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人力资本配置结

构并强调研发创新。 最后，本文构造了基于互补关系的计量实证模型，对本文理论部分的核心结论

进行检验。 本文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结构层面上剖析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进行国

际贸易时，后发国家产业演进与人力资本错配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二，挖掘后发国家人力资本与产

业结构匹配机制，探索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实施路径；第三，规避增加资本要素投入推动增

长的方式，明确后发国家引导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合理方向；第四，规避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所

形成的“赶超”性质，分析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受到来自人力资本错配的阻力。

二、 理论分析

这一部分基于理论分析，回答后发国家存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时，是优先调整产业结构

还是优先研发？ 理论模型做如下设定：
第一，模型经济仅由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后发国家（ＬＤＣ）构成。 发达国家仅有高质量劳动力

（总量为 Ｈ），既能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工作，也能从事研发（Ｒ＆Ｄ）工作。 后发国家最初仅

有低质量劳动力，总量为 Ｌ，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工作。 不考虑人口变化，也不考虑失

业，且后发国家人口更多（Ｌ ＞ Ｈ）。
第二，从配置效率上说，高质量劳动力不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果出现从事传统产业的高

技术劳动力，我们认为“１ 型错配”发生。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技术密集型产业（满足高技术产品的

需求），还要有研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果人力资本未能兼顾研发，则认为“２
型错配”发生。

第三，用 ｔ 表示第 ｔ 代技术，依据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假说，假设当第 ｔ 代技术被发明后，第 ｔ －
ｓ 代（∀ｓ∈｛１，…，ｔ｝）技术被完全替代。 注意到由于初期后发国家没有高质量劳动力，技术进步必

然由发达国家的研发部门完成；将假设技术外溢是完美的，即技术一旦进步，后发国家的生产部门

也能够立即获得，其途径是：买进代表新一代技术的中间品作为生产要素。
第四，为了突出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研发的反哺作用，假设“高技术产品 ＋ 新一代技术→新一

代技术的中间品”，即高技术产品将作为中间品生产的投入品。
第五，基于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８８）的设定，当代技术的发明者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作为中

间品的垄断者赚取利润，直到被新一代的技术发明者取代。 因此，研发的激励来自成功创新之后的

（一定时期内的）垄断利润。
（一）基本模型

１． 最终产品生产。 令 Ｙ 为高技术产品，出自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初期只有发达国家拥有人力

资本，所以仅能在发达国家生产；令 Ｚ 为低技术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既可以在后发国

家生产，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生产。 将 Ｙ 和 Ｚ 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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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 ＝ Ａｔ（ｘｔ
ｙ） α（Ｈｔ

ｙ） １－α；Ｚ ｔ ＝ Ａｔ（ｘｔ
ｚ） α（Ｌ） １－α

其中，０ ＜ α ＜１；上标 ｔ 表示第 ｔ 代技术；Ａｔ 是第 ｔ 代技术质量，即技术对于最终产品产量的放大作用，
并假设当代技术与前一代技术之间的关系为 Ａｔ ／ Ａｔ －１≡ｇ ＞１；ｘｔ ＝ ｘｔｙ ＋ ｘｔｚ 是第 ｔ 代技术下中间品的总产

量，而 ｘｔｙ 和 ｘｔｚ 分别是被用于生产 Ｙ 和 Ｚ 的中间品；Ｈｔ
ｙ≤Ｈ －Ｈｔ

Ｒ 表示发达国家中进入高技术产品生产

的高质量劳动力总数，而 Ｈｔ
Ｒ 为进行研发的人力资本，如果发达国家不生产 Ｚ，那么Ｈｔ

ｙ ＝ Ｈ － Ｈｔ
Ｒ。 最

后，两国间的贸易协定使得 Ｙ 和 Ｚ 都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生产和出售。 这里不考虑资本积累的作用，
即经济增长完全由创新驱动，也使分析完全集中在实体经济的问题上。

２． 流动性和价格相等条件。 依据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７），假设中间品 ｘ 和低技术产品 Ｚ 是可完美流

动的。 高技术产品 Ｙ 在国际贸易中以冰川消融的方式损耗：１ 单位 Ｙ 从发达国家起运，只有１ ／ δ单
位抵达后发国家，其中 δ ＞ １；而劳动力是完全不流动的，即不可“移民”。 由于中间品 ｘ 和低技术产

品 Ｚ 是可完美流动的，以 １ 单位 Ｚ 为计价物，对于任意代技术，Ｚ ｔ 的单价在两个国家都是 １（此假

设的合理性来自：技术进步并不提高产品质量，仅仅是提升产量）；ｘｔ 的单价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

家都是 ｐｔ
ｘ。 高技术产品 Ｙ 是不完美流动的，所以 Ｙ 在发达国家的单价是 ｐｔ

ｙ，在后发国家则是 δｐｔ
ｙ。

３． 产业结构差异和比较优势。 如果初期的人力资本差异造成“在发达国家仅生产高技术的 Ｙ
和中间品 ｘ，而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Ｚ 都在后发国家生产”，即如果存在一条稳定增长路径符合

这个产业结构差异，那么初期的人力资本差异就决定了产业结构差异，而两国之间存在长期的“比
较优势”。

（二）产业结构差异下的增长路径

假设发达国家不生产 Ｚ，给定初期的人力资本差异，Ｙ 和 Ｚ 将分别在两个国家生产。 不失一般

性，将最终产品部门的工资记为 ｗ ｔ
Ｈ 和 ｗ ｔ

Ｌ（不考虑国家间的差异）。 假设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可

以保障 Ｙ 和 Ｚ 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生产与销售，因此要素价格对于最终产品的边际贡献为：
ｐｔ
ｘ ＝ ｐｔ

ｙαＡｔ（ｘｔ
ｙ） α－１（Ｈｔ

ｙ） １－α ＝ αＡｔ（ｘｔ
ｚ） α－１（Ｌ） １－α （１）

ｗ ｔ
Ｈ ＝ ｐｔ

ｙ（１ － α）Ａｔ（ｘｔ
ｙ） α（Ｈｔ

ｙ） －α （２）
ｗ ｔ

Ｌ ＝ （１ － α）Ａｔ（ｘｔ
ｚ） α（Ｌ） －α （３）

　 　 在 ｐｔ
ｘ 满足（１）式（也是中间品价格相等条件）时，可得中间品的总需求为：

ｘｔ ＝ ｘｔ
ｚ ＋ ｘｔ

ｙ ＝ １ ＋ （ｐｔ
ｙ） １ ／ （１－α） Ｈｔ

ｙ

Ｌ[ ]ｘｔ
ｚ （４）

　 　 由于经济处于完美的知识产权保护之中，在第 ｔ ＋ １ 代技术出现之前的每一个瞬间，中间品（传
递技术的商品）都由第 ｔ 代技术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垄断经营。 第 ｔ 代技术的知识产权拥有者瞬间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是：

ｍａｘｘｔｚπ
ｔ ＝ （ｐｔ

ｘ － Ａｔｃｔｘ）ｘｔ ＝ Ａｔ［α（ｘｔ
ｚ） α－１（Ｌ） １－α － ｃｔｘ］ １ ＋ （ｐｔ

ｙ） １ ／ （１－α） Ｈｔ
ｙ

Ｌ[ ]ｘｔ
ｚ

其中 ｃｔｘ ＝ ｃｐｔ
ｙ，即 １ 单位中间品生产需要使用 Ａｔｃ 单位的高技术最终产品，表明中间品生产对 Ｙ 的消

耗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加（均衡时，技术进步仅仅放大最终产品产量，而不会放大中间品的产

量，使得均衡存在）。 此问题最优解满足 ｘｔ（∗）
ｚ ＝ （α２ ／ ｃｔｘ） １ ／ （１ － α） Ｌ（由一阶条件给出）。 因此，根据

（４）式，中间品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将满足：
ｘｔ（∗） ＝ ｘｔ（∗）

ｚ ＋ ｘｔ（∗）
ｙ ＝ ［Ｌ（ｐｔ

ｙ） －１ ／ （１－α） ＋ Ｈｔ
ｙ］（α２ ／ ｃ） １ ／ （１－α） （５）

　 　 由此可见，中间品的总供给与 Ｙ 的价格 ｐｔ
ｙ 成反比，且与 Ｙ 消耗的人力资本 Ｈｔ

ｙ 成正比。 直观

上，ｐｔ
ｙ 上升将使中间品的成本上升（来自“干中学”的设定），致使其供给减少；由于 Ｙ 的生产函数是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型，中间品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成正比，当 Ｈｔ
ｙ 增加时，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中间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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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会增加。 进一步，垄断者的瞬时利润满足：

πｔ（∗） ＝ Ａｔ［α（ｘｔ（∗）
ｚ ） α－１（Ｌ） １－α － ｃｔｘ］ １ ＋ （ｐｔ

ｙ） １ ／ （１－α） Ｈｔ
ｙ

Ｌ[ ]ｘｔ（∗）
ｚ

＝ １ － α
α α２ ／ （１－α）Ａｔ（ｃ） －α ／ （１－α）［Ｌ（ｐｔ

ｙ） －α ／ （１－α） ＋ ｐｔ
ｙＨｔ

ｙ］ （６）

可见，利润也随着 Ｈｔ
ｙ 增加，但有可能也随着 ｐｔ

ｙ 增加：如果（ｐｔ
ｙ） １ ／ （１ － α）Ｈｔ

ｙ≥αＬ ／ （１ － α），∂πｔ（∗） ／ ∂ｐｔ
ｙ≥

０；反之，∂πｔ（∗） ／ ∂ｐｔ
ｙ ＜ ０。 直观上，ｐｔ

ｙ 对于垄断者的利润有两个效用：收益效应和成本效应。 如前所

述，ｐｔ
ｙ 上升会增加成本，但也会带来更高收益（根据（１）式，ｐｔ

ｘ 随着 ｐｔ
ｙ 上升），所以 ｐｔ

ｙ 对于利润的影

响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大小关系。
采用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８８）的内生增长模式：假设在 τ 期（τ∈［０， ＋ ∞ ））最前沿的技术是第 ｔ

代（ ｔ ＝ ０，１，２，…）。 从 τ 到 τ ＋ Ｔ 期之间（任意 Ｔ≥０），假设此期间参与研发的人数恒为 Ｈｔ
Ｒ，那么第

ｔ ＋ １ 代技术被发明出来的概率是 １ － ｅ － λＨｔＲＴ，其中 λ ＞ ０ 为单个高质量劳动力研发的成功率。 或者

说：技术创新被一个以 λＨｔ
Ｒ 为频率的泊松过程控制。 我们假设了第 ｔ ＋ １ 代技术将完全取代第 ｔ 代

技术，那么第 ｔ 代知识产权拥有者垄断经营的时间服从指数分布。 第 ｔ 代知识产权的期望收益为：

Ｖｔ ＝ ∫＋∞

ｓ ＝ ０
（πｔ（∗））ｅ －λＨｔＲｓｄｓ ＝ πｔ（∗） ／ λＨｔ

Ｒ （７）

　 　 此时，高质量劳动力从事研发的激励来自 Ｖｔ ＋ １（第 ｔ ＋ １ 代技术的预期收益），因此个体研发瞬

时的激励是 λＶｔ ＋ １（个人研发成功率乘以第 ｔ ＋ １ 代技术的预期收益）。 这个瞬时激励恰好等于 ｗ ｔ
Ｈ，

否则要么无人研发（Ｈｔ
Ｒ ＝ ０），要么无人参与 Ｙ 的生产（Ｈｔ

ｙ ＝ ０）。
将 ｘｔ（∗）

ｚ ＝ （α２ ／ ｃｔｘ） １ ／ （１ － α） Ｌ 代入（４）式后再代入（２）式，得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工

资为：
ｗ ｔ

Ｈ ＝ ｐｔ
ｙ（１ － α）Ａｔ（ｘｔ（∗）

ｙ ） α（Ｈｔ
ｙ） －α ＝ （１ － α）α２α ／ （１－α）Ａｔ（ｃ） －α ／ （１－α） ｐｔ

ｙ （８）
　 　 因此，高质量劳动力研发和生产 Ｙ 之间的无套利条件为 ｗ ｔ

Ｈ ＝ λＶｔ ＋ １ ＝ πｔ ＋ １（∗） ／ Ｈｔ ＋ １
Ｒ 。 这里假设

了发达国家不生产 Ｚ，因此也就没有人力资本“１ 型错配”，即 Ｈｔ ＋ １
Ｒ ＝ Ｈ － Ｈｔ ＋ １

ｙ ；且技术质量的变化比

率恒定，即 Ａｔ ＋ １ ／ Ａｔ ＝ ｇ ＞ １，因此根据（６）式和（８）式，无套利条件等价于：
（Ｈ － Ｈｔ ＋１

ｙ ）αｐｔ
ｙ ＝ ｇ［Ｌ（ｐｔ ＋１

ｙ ） －α ／ （１－α） ＋ ｐｔ ＋１
ｙ Ｈｔ ＋１

ｙ ］ （９）
　 　 由（９）式给出了动态过程所决定的稳态均衡（Ｈ∗

ｙ ，ｐ∗
ｙ ）必然满足：

Ｈ∗
ｙ ＝

αＨ － ｇ（ｐ∗
ｙ ） －１ ／ （１－α）Ｌ

ｇ ＋ α ＜ Ｈ （１０）

　 　 此时，期望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ｇλ（Ｈ － Ｈ∗
ｙ ），即技术进步带来的产量提升幅度乘以技术进步的

瞬时概率。
Ｈ∗

ｙ ＜ Ｈ 保证了“２ 型错配”不会发生，然而稳定均衡（Ｈ∗
ｙ ，ｐ∗

ｙ ）的存在性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
（ｉ）Ｈ∗

ｙ ＞ ０ 和（ｉｉ）一次齐次的代表性效用函数。 将 ｘｔ（∗）
ｚ ＝ （α２ ／ ｃｔｘ） １ ／ （１ － α）Ｌ 代入（３）式，得到

ｗ ｔ
Ｌ ＝ （１ － α）Ａｔ（ｘｔ（∗）

ｚ ） α（Ｌ） －α ＝ （１ － α）α２ ／ （１－α）Ａｔ（ｃｐｔ
ｙ） －α ／ （１－α） （１１）

　 　 如果劳动者预期到人力资本配置 Ｈ∗
ｙ ＞ ０ 和高技术产品的相对价格 ｐ∗

ｙ 不变，因此当技术没有

进步时，由（５）式、（６）式、（８）式和（１１）式知 ｘｔ（∗）、πｔ（∗）、ｗ ｔ
Ｈ 和 ｗ ｔ

Ｌ 以及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都保持

不变；而当技术进步时，ｘｔ（∗）、πｔ（∗）、ｗ ｔ
Ｈ 和 ｗ ｔ

Ｌ 以及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都以 ｇ 的比率增加。 这意味

着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要么不变，要么以 ｇ 的比率增加（发达国家的预算为（πｔ（∗） ＋ ｗ ｔ
ＨＨ∗

ｙ ） ／ Ｈ，而
后发国家的预算为 ｗ ｔ

Ｌ），且最终产品的总供给也是要么不变，要么以 ｇ 的比率增加。 当预算不变

时，需求则不变，此时与不变的总供给相等，形成 ｐ∗
ｙ ；当总预算以 ｇ 的比率增加时，由于给出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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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是一次齐次的，那么两种最终商品的需求都将增加 ｇ 倍，与此同时两种最终产品的总供给也恰

好上升了 ｇ 倍，这样可以保持 ｐ∗
ｙ 继续使最终产品市场的需求等于供给。 而根据（９）式，ｐ∗

ｙ 的出现

将产生稳定的人力资本配置 Ｈ∗
ｙ ，于是预期的稳定均衡（Ｈ∗

ｙ ，ｐ∗
ｙ ）就可以自动实现。

Ｈ∗
ｙ ＞ ０ 仍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消费者需求，还因为“干中学”的设定，即没有高技术产品就没

有新的技术，且 Ｈ∗
ｙ ＞ ０ 还保证了“１ 型错配”确实不会发生。 由（１０）式知当且仅当 ｐ∗

ｙ ＞ ［（ｇＬ） ／
（αＨ）］ １ － α，Ｈ∗

ｙ ＞ ０。 这里 ｇ ＞ １ 代表技术进步程度，０ ＜ α ＜ １ 代表生产技术，Ｌ ＞ Ｈ 则表示后发国家

的人口优势，因此：

（ｐ∗
ｙ ） １ ／ （１－α） ＞ （ｐ∗

ｙ ） １ ／ （１－α） αＨ
Ｌ ＞ ｇ （１２）

　 　 由于 Ｚ 是完美流动的，当且仅当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 ｗ ｔ
Ｌ 高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时，发达国

家才会有人力资本愿意生产 Ｚ。 在稳态均衡中，有 ｗ ｔ － １
Ｈ ＝ πｔ（∗） ／ Ｈ∗

Ｒ ＝ ｗ ｔ
Ｈ ／ ｇ，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

入是（πｔ（∗） ＋ ｗ ｔ
ＨＨ∗

ｙ ） ／ Ｈ ＝ ｗ ｔ
Ｈ（Ｈ∗

Ｒ ／ ｇ ＋ Ｈ∗
ｙ ） ／ Ｈ。 根据（８）式和（１１）式，高质量劳动力的工资与低质

量劳动力的工资之比为 ｗ ｔ
Ｈ ／ ｗ ｔ

Ｌ ＝ （ｐ∗
ｙ ） １ ／ （１ － α）。 所以根据（１２）式，两国人均收入之比满足：

ｗ ｔ
Ｈ

ｗ ｔ
Ｌ

Ｈ∗
Ｒ ／ ｇ ＋ Ｈ∗

ｙ

Ｈ ＝ （ｐ∗
ｙ ） １ ／ （１－α） Ｈ∗

Ｒ ／ ｇ ＋ Ｈ∗
ｙ

Ｈ ＞
Ｈ∗

Ｒ ＋ ｇＨ∗
ｙ

Ｈ ＝ １ ＋ （ｇ － １）
Ｈ∗

ｙ

Ｈ ＞ １

（１３）
　 　 又因为 Ｈ∗

ｙ ＞ ０ 和 Ｈ∗
Ｒ ＞ ０ 可以保证“２ 型错配”不会发生，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１：如果市场完备，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不变，当 Ｙ 的相对价格 ｐ∗
ｙ ＞

［（ｇＬ） ／ （αＨ）］ １ － α时，初始人力资本差异将造成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此时没有人力资本的错

配，且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同，都为 ｇλ（Ｈ － Ｈ∗
ｙ ），其中 Ｈ∗

ｙ 由（１０）式给出。
虽然在模型中永远存在中间品垄断方，但市场仍是完备的：垄断利润由无套利条件给出，说明

包括人力资本的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命题 １ 说明如果比较优势可以长期存在（是稳态均衡），
那么增长符合索洛框架的收敛结果（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会趋同），此时没有人力资本的错配：高质

量劳动力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研发，不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两国的人均收入却因为长期

存在的比较优势而不可趋同———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产生比较优势

陷阱。
推论 １：后发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建立在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

格较高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地位。 即

便完美的技术外溢使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同，但和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不会

缩小，从而产生比较优势陷阱。
（三）优先产业结构调整还是优先研发

命题 １ 和推论 １ 在理论上给出了后发国家启动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即若后发国家保持传统的

比较优势，将不能提高人均收入，无法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
使用人力资本存量从无到有为条件，这里定义“经济转型”：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到“没有人

力资本错配”的经济发展时期。 以下使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市场环境中，经济转型在不同约束下

的两条路径：

（１）技术密集型无进入门槛

出现少量人力资本
}→ “２ 型错配” → 人力资本增加 → 转型成功

（２）技术密集型有进入门槛

出现少量人力资本
}→ “１ 型错配” → 转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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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在此均衡路径上，单个人力资本在后发国家出现，且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总数 Ｈ ＞ ＞ １。 接

下来，本文将探讨在市场条件下，高质量劳动力是选择从事传统行业 Ｚ 的生产，还是在后发国家生

产 Ｙ，即推动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亦或是进行研发？
在均衡路径上，单个人力资本生产 Ｚ 的收益为（１１）式给出的 ｗ ｔ

Ｌ，这也是后发国家新增人力资

本发生“１ 型错配”时的收入。
假设后发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没有限制。 如果人力资本进入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由于

Ｙ 在后发国家的价格是 δｐ∗
ｙ ＞ ｐ∗

ｙ （发达国家的价格），且高新技术产品从后发国家运输到发达国家

也需要运输成本，因此后发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必然将产品投放到本国市场销售，基于（８）式可

知，此时人力资本的收入为 δｗ ｔ
Ｈ ＞ ｗ ｔ

Ｈ ＞ ｗ ｔ
Ｌ。 所以，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后发国家的低进入门槛可以规

避“１ 型错配”的发生。
现在考察人力资本是否会理性选择兼顾研发，规避“２ 型错配”。 如果进行研发，人力资本所预

期的研发成功的瞬时利润为 πｔ ＋ １（∗）
ＬＤＣ ＝ πｔ ＋ １（∗） （ δ） － α ／ （１ － α） ＜ πｔ ＋ １（∗），其中 πｔ ＋ １（∗） 由（６）式给出，这

是因为 Ｙ 在后发国家的价格增加源自高技术产品运输中的损失，无法增加后发国家知识产权拥有

者的收益，仅增加其生产中间品的成本。 当且仅当 πｔ ＋ １（∗）
ＬＤＣ ／ Ｈ∗

Ｒ ≥δｗ ｔ
Ｈ，单个人力资本有激励从事研

发工作。 再由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无套利条件 πｔ ＋ １（∗） ／ Ｈ∗
Ｒ ＝ ｗ ｔ

Ｈ，可得：
δｗ ｔ

Ｈ ＞ ｍａｘ｛πｔ ＋１（∗）
ＬＤＣ ／ Ｈ∗

Ｒ ，ｗ ｔ
Ｌ｝

　 　 即以市场完备为基础，当我们忽略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后发国家的门槛时，后发国家新增人力

资本在市场激励下将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发生“２ 型错配”。
命题 ２：如果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进入门槛，在完备市场环境下，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

人力资本的“２ 型错配”，此时有高技术产品，没有研发与创新。
命题 ２ 强调，对于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而言，其在本国开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意愿高于其进行

自主研发。 这会带来后发国家（短期的）人力资本的“２ 型错配”，然而这对于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

国家而言是有效率的———由市场决定的结果。 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是我国近年来的主要发展思

路，但我们无法立刻实现本国的创新驱动，应当在进一步的储备人力资本的同时，优先产业升级，允
许短期人力资本的“２ 型错配”，以摆脱长期的比较优势陷阱。 进一步，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产业

的持续升级，后发国家研发部门对于发达国家中间品产品的依赖将逐渐消失，即后发国家的研发将

不再有成本劣势（研发所需的中间品不再需要通过进口，因而免于付出运输成本），“２ 型错配”也
会因此逐渐消失，保证了经济转型的成功。

推论 ２：在经济转型中，如果实体经济未能储备足够多的人力资本，应当优先作好产业升级，而
不是创新驱动，这样经济整体的收益会更高，也更容易摆脱比较优势陷阱。 因此，让后发国家的人

力资本在本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短期的占优策略，随着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产业的充分升

级，经济转型更可能获得成功。
然而现实中，技术密集型产业除了需要人力资本外，还可能需要沉入大量货币资本，和改变国

际贸易协定的有关框架，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那么少量的高质量劳动力可能无

法推动后发国的产业升级。 此时，少量人力资本对于后发国家的意义只可能在于研发，其激励

来自：
ｗ ｔ

Ｌ ＝ ｗ ｔ
Ｈ（ｐ∗

ｙ ） －１ ／ （１－α） ≤ πｔ ＋１（∗）
ＬＤＣ ／ Ｈ∗

Ｒ ＝ πｔ ＋１（∗）（δ） －α ／ （１－α） ／ Ｈ∗
Ｒ （１４）

　 　 所以后发国家中出现高质量劳动力且会进行研发，当且仅当 ｐ∗
ｙ ≥（δ） α。 反之，如果 δ 足够大，

人力资本在后发国家将不得不发生“１ 型错配”。
进一步，如果市场会导致“１ 型错配”，依照 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８８）的设定，研发单位的利润是

短期的，会被下一代技术的发明者取代而失去市场，这将使后发国家不得不在未能占据技术高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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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研发，也不得不在占据了技术高点后，继续补贴下一代技术的研发，以期待未来还能持续的占

据技术高点，因此在市场会产生“１ 型错配”的条件下，优先创新驱动，可能会造成国家对研发部门

进行持续的补贴。 一旦补贴不可持续（补贴来自税收，持续的研发补贴将产生对生产部门的“死亡

税率”），经济转型必将失败。
推论 ３：如果存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进入门槛，人力资本不能推动后发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高技术产品 Ｙ 的运输成本足够大时，后发国家在储备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会发生人力资本的“１ 型

错配”：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 而此时优先创新驱动，后发国家不得不对研发部门进

行持续性补贴，一旦不能持续，经济转型可能失败。
推论 ３ 比推论 ２ 更进一步的强调了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 如果后发国家不能生产 Ｙ，在

“冰川消融”（中间品生产的原材料必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作用下，后发国家的高质量劳动力参与

研发的激励会减小，导致人力资本更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１ 型错配”。 事实上，这种情

境下是无效率的，是后发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门槛造成的市场失灵。 因此，后发国家需要优先

推动产业升级，从各个领域出台政策，如放松高技术产业的信贷条件，增加保护技术密集型产业健

康发展的公共投入等。 并且在实体经济的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现实中，应当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反之，如果后发国家过多的强调自主创新，忽视产业升级，可能会导致既没有创新也没有产业升级

的局面，无法逃脱以往的比较优势陷阱。

三、 实证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这一部分将实证检验本文理论部分的核心结论：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人力资本与产业

结构错配，市场存在优先作好产业升级的动力。 因此，中国应该顺应市场规律，着重强调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尽快实现创新驱动。
本文理论模型得出后发国家在转型期（从依赖简单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增长均衡转变到依赖人

力资本的增长均衡之间的一段过渡期）应当在人力资本错配时，优先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内高新

技术产业的形成，而不是优先创新驱动，刺激研发成果，并推断：只有当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后，再进

行创新驱动，才能实现经济更快速的转型。 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且国内市场不完备，本文

的实证将验证在中国目前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错配状况下，是否有“人力资本进入高新产业（用
ｈｓｍ 代表高技术行业的人力资本比重增长率①）对产业产出增长的正向作用显著高于人力资本进

入研发部门的作用（用 ｈｒｄ 代表行业研发部门人力资本增长率）”。 如果验证结论为“是”，那么本

文的理论分析就与现实相符，而我国目前应当优先产业升级，②也将是一个稳健的政策建议。
具体而言，本文计量模型借鉴 Ａｎｔｒàｓ ＆ Ｃｈｏｒ（２０１３）的方法，构造了基于互补关系的实证模型：

令 ｙ 代表行业产出增长率，如果以下两个结构都显著成立：
ｙ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β１ｈｓｍ ＋ λ１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 ＋ ε 且 β１ ＞ ０，λ１ ≤０ （１５）
ｙ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β２ｈｒｄ ＋ λ２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 ＋ ε 且 β２ ≤０，λ２ ＞ ０ （１６）

　 　 那么，ｈｓｍ 将主导 ｙ 增加，ｈｒｄ 在 ｙ 增长过程中为从属变量（因素）。
在（１５）式和（１６）式中，Ｌｅｏｎｔｉｆ 式 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用于刻画二者的互补关系。 若 β１ ＞ ０ 且 β２≤０，

说明在剔除互补关系影响后，ｈｓｍ 比 ｈｒｄ 对 ｙ 的作用更大。 若 λ１≤０ 且 λ２ ＞ ０，则说明在单独考虑

ｈｓｍ 对 ｙ 的作用时，ｈｒｄ 与 ｈｓｍ 的互补作用不能促进其对 ｙ 的提升；而在单独考虑 ｈｒｄ 对 ｙ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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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ｈｒｄ 与 ｈｓｍ 的互补作用却能明显的提升 ｙ。 若（１５）式和（１６）式都显著成立，那么在转型期，ｈｓｍ
主导 ｙ 增加，ｈｒｄ 在 ｙ 的增长过程中起从属作用。 另外，本部分通过对（ｙ，ｈｓｍ，ｈｒｄ）进行回归，判别

是否可以在不改变最终产品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即不进行产业升级，保留传统产业在后发国家

最终产品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仅通过自主创新，让后发国家跨越经济转型期。
考虑到遗漏变量问题，本文还引入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具体为：（１）产业外部经济

规模（ｌｎ（ ｔｓ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７）证明了对于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可以在长期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同
时，对于具有技术外溢的产业而言，外部规模经济也影响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出增长。 本文选择产

业总销售收入的对数值来度量外部经济规模。 （２）对外开放度（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

产业发展存在两面性效应：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贸易中被锁定于低技术水平，从而难

以实现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国家间的技术差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干中

学效应。 本文主要选择对外开放度指标来衡量国际贸易情况，具体用进出口总额与实际产出比值

衡量。 （３）产业研发强度（ ｒ＆ｄ）。 有效的研发投入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从而使得产业平均

成本长期递减。 本文用研发强度来体现产业研发投入情况，具体用研发投入与实际产出比值来衡

量（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 Ｌａｐｈａｍ，１９９４）。 （４）技术引进水平（ｌｎ（ ｌｅｔｉ））。 中国技术引进的方式已经从直接技

术引进转为技术贸易和技术 ＦＤＩ 并行方式为主，当一个国家某一产业在初期发展阶段时，扩大引进

技术规模可以直接引致产业发展。 本文用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对数值作为技术引进支出指标。
（５）汇率（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发国家产业的培育和成长离不开国际贸易的交流以

及世界市场的支持，显然汇率作为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调节器会对产业的贸易方向、规模进而对

产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业统计分类目录，选择高技术产业五大类 ２３ 个行业的数据

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二）基本估计结果

首先对模型（１５）进行估计。 根据表 １ 第（１）列实证结果显示，ｈｓｍ 估计系数 β１ 在 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为正，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１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 随后，表 １ 的第（２）—第

（５）列通过不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控制行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实证结果都是一致的。
表 ２ 为模型（１６）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 ２ 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控制行

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实证结果一致显示，ｈｒｄ 估计系数 β２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ｍｉｎ
｛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２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以上通过对（１５）式和（１６）式估计表明，基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事实，将人力资本进入高

新产业对产业产出增长的正向作用显著高于人力资本进入研发部门的作用。 并且，在不改变最终

产品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仅通过自主创新，让后发国家跨越经济转型期的结论是否定的。 这意味

着，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的情境下，如果过多的强调自主创新，而忽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

导致既没有创新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局面。 以上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
表 １ （１５）式的估计结果

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ｓｍ
４􀆰 ０７８３∗∗∗

（０􀆰 ２３４８）
４􀆰 ０３０９∗∗∗

（０􀆰 ２３１９）
４􀆰 ３４７１∗∗∗

（０􀆰 ２６４６）
４􀆰 ３３４６∗∗∗

（０􀆰 ２６１５）
４􀆰 ３２２９∗∗∗

（０􀆰 ２６００）
４􀆰 ３０９２∗∗∗

（０􀆰 ２５７８）

ｍｉｎ｛ｈｓｍ，ｈｒｄ｝
－ ４􀆰 １１０５∗∗∗

（０􀆰 ２３１４）
－ ４􀆰 ０５３１∗∗∗

（０􀆰 ２２９２）
－ ４􀆰 ３５０６∗∗∗

（０􀆰 ２６１８）
－ ４􀆰 ３３５２∗∗∗

（０􀆰 ２５８８）
－ ４􀆰 ３２５６∗∗∗

（０􀆰 ２５７２）
－ ４􀆰 ３２２８∗∗∗

（０􀆰 ２５５０）

ｒ＆ｄ
０􀆰 ０６２８∗∗∗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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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ｌｅｔｉ）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１２５）

ｌｎ（ｔｓｒ）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４９４∗∗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２８８）

ｏｐｅｎ
－ ０􀆰 ５４９７∗∗

（０􀆰 ２７３０）
０􀆰 ３７４８

（０􀆰 ４８７８）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８０）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７９􀆰 ９０∗∗∗ ６３􀆰 ６４∗∗∗ ４７􀆰 ４７∗∗∗ ４２􀆰 ６１∗∗∗ ３８􀆰 ２６∗∗∗ ３５􀆰 １８∗∗∗

Ｒ２ ０􀆰 ５１２５ ０􀆰 ５３１１ ０􀆰 ５４０６ ０􀆰 ５５３１ ０􀆰 ５６０５ ０􀆰 ５６９９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下同。

借助美国、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成功经验，得出类似的成长路径。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

转型过程中同样带来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但是其发展路径优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现有的高人力资本适宜匹配，从而带动创新和长期增长。 比如，韩国 １９６０ 年之

前，由于大力发展教育，积累大量人力资本，到 ８０ 年代，其大学生总数增长到 ３２１􀆰 ９ 万人。 这段时

间，韩国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存在大量高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 韩国政府实施产业政

策，有意识地建立自己国内的工业体系，并且逐渐实现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适宜匹配过

程。 到 ２００４ 年，韩国的入学率已经跃迁至世界第三，而毕业生主要集中于技术专业研发领域和现

代服务业部门。 随后十几年，韩国大力加强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了持续增长

过程。
表 ２ （１６）式的估计结果

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ｒｄ
－ ４􀆰 ２０８５∗∗∗

（０􀆰 ２６９１）
－ ４􀆰 １４７３∗∗∗

（０􀆰 ２５０９）
－ ４􀆰 １６６３∗∗∗

（０􀆰 ２６５１）
－ ４􀆰 １３７２∗∗∗

（０􀆰 ２６７２）
－ ４􀆰 １１６４∗∗∗

（０􀆰 ２６８６）
－ ４􀆰 １１０８∗∗∗

（０􀆰 ２７２６）

ｍｉｎ｛ｈｓｍ，ｈｒｄ｝
４􀆰 １１３０∗∗∗

（０􀆰 ２７４０）
４􀆰 ０７５７∗∗∗

（０􀆰 ２５５６）
４􀆰 ０９３８∗∗∗

（０􀆰 ２６９４）
４􀆰 ０６５６∗∗∗

（０􀆰 ２７１３）
４􀆰 ０４３９∗∗∗

（０􀆰 ２７２８）
４􀆰 ０３７６∗∗∗

（０􀆰 ２７７６）

ｒ＆ｄ
－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２３）

－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５２）

－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１９５）

－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２４７）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２６５）

ｌｎ（ｌｅｔｉ）
－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１８）
－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１２６）
－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１２８）
－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１３０）

ｌｎ（ｔｓｒ）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３０４）

ｏｐｅｎ
－ ０􀆰 ２３１５
（０􀆰 ２８６０）

－ ０􀆰 １７５３
（０􀆰 ５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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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８５）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５􀆰 ２０∗∗∗ ５７􀆰 ７０∗∗∗ ４３􀆰 ５２∗∗∗ ３７􀆰 ３９∗∗∗ ３２􀆰 ７５∗∗∗ ２８􀆰 ９９∗∗∗

Ｒ２ ０􀆰 ４６１７ ０􀆰 ５０６６ ０􀆰 ５１９０ ０􀆰 ５２０６ ０􀆰 ５２１９ ０􀆰 ５２１９

　 　 （三）稳健性检验

１． 样本极端值影响。 由于最小二乘估计容易受到样本极端值（ｏｕｔｌｉｅｒｓ）的影响，因此，本文逐

步选择 ０􀆰 ２５、０􀆰 ５ 和 ０􀆰 ７５ 分位数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的第（Ｉ）列为模型（１５）的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当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控制行业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ｈｓｍ 估计系数 β１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一致显

著为正，并且 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１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一致显著为负。
表 ３ 不同分位数估计结果

ｙ
Ｉ（１５）式 ＩＩ（１６）式

ｑ ＝ ０􀆰 ２５ ｑ ＝ ０􀆰 ５０ ｑ ＝ ０􀆰 ７５ ｑ ＝ ０􀆰 ２５ ｑ ＝ ０􀆰 ５０ ｑ ＝ ０􀆰 ７５

ｈｓｍ ／ ｈｒｄ
４􀆰 ８３４５∗∗∗

（０􀆰 ５７７０）
５􀆰 １６４２∗∗∗

（０􀆰 ４０３０）
５􀆰 ４１６０∗∗∗

（０􀆰 ２２５１）
－ ６􀆰 ２１０１∗∗∗

（０􀆰 ８７８７）
－ ５􀆰 ０１３３∗∗∗

（１􀆰 １８６６）
－ ３􀆰 ５９０３∗∗∗

（１􀆰 ２６２５）

ｍｉｎ｛ｈｓｍ，ｈｒｄ｝
－ ４􀆰 ８８４２∗∗∗

（０􀆰 ５８９９）
－ ５􀆰 １７４６∗∗∗

（０􀆰 ４０４０）
－ ５􀆰 ４１９８∗∗∗

（０􀆰 ２２７４）
６􀆰 １５８３∗∗∗

（０􀆰 ８９００）
４􀆰 ９７５１∗∗∗

（１􀆰 １７２４）
３􀆰 ５３８９∗∗

（１􀆰 ２３６２）

ｒ＆ｄ
０􀆰 ０４０８∗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２６５）
－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３６１）

ｌｎ（ｌｅｔｉ）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９３）
－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２０）

－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２２６）

ｌｎ（ｔｓ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０６８）
－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４０４）

ｏｐｅｎ
０􀆰 ５４８５∗∗

（０􀆰 ３４７０）
－ ０􀆰 ０８３０
（０􀆰 １５０２）

－ ０􀆰 １９１５∗∗

（０􀆰 １０２５）
０􀆰 ４２５３

（０􀆰 ４８５８）
－ ０􀆰 ６７２１
（０􀆰 ６５１７）

－ １􀆰 １１５６∗

（０􀆰 ８１８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６８）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８８）

－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３８）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３７１６ ０􀆰 ５２６７ ０􀆰 ６７９１ ０􀆰 ４３４９ ０􀆰 ２３７３ ０􀆰 １４６８

　 　 进一步，表 ２ 的第（ＩＩ）列为模型（１６）的估计结果。 同样，通过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控制行业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实证结果也一致显示，ｈｒｄ 估计系数 β２ 在 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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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２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 表 ３ 的估计结

果表明，通过克服样本极端值的影响之后，不同分位数估计提供了上述实证结果稳健性的一个

佐证。
２．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所导致内生性问

题，因此，表 ４ 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ＩＶ）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选择滞后 １ 期的 ｈｓｍ 和滞后 １ 期

的 ｈｒｄ 作为各自的工具变量，模型（１５）和模型（１６）的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ｙ Ｉ（１５）式 ＩＩ（１６）式

ｈｓｍ ／ ｈｒｄ
２􀆰 ９８７５∗

（１􀆰 ８３０９）
４􀆰 ２５４７∗∗

（２􀆰 ４６４３）
３􀆰 ８０３９∗∗

（１􀆰 ８４３９）
－ １􀆰 ７５３４∗∗

（０􀆰 ７９６４）
－ ４􀆰 ８００５∗∗∗

（１􀆰 ３７５７）
－ ４􀆰 ９７３５∗∗∗

（１􀆰 ２６２４）

ｍｉｎ｛ｈｓｍ，ｈｒｄ｝
－ ３􀆰 ０４７５∗∗

（１􀆰 ７９４８）
－ ４􀆰 ２８６８∗∗

（２􀆰 ４５４０）
－ ３􀆰 ８４３４∗∗

（１􀆰 ８２５７）
１􀆰 ６４９８∗∗

（０􀆰 ７９５７）
４􀆰 ７６２３∗∗∗

（１􀆰 ３９２２）
４􀆰 ９３５３∗∗∗

（１􀆰 ２７７９）

ｒ＆ｄ
０􀆰 ０７８５∗∗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８０５∗∗

（０􀆰 ０３６０）
－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３８４）

－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３９０）

ｌｎ（ｌｅｔｉ）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０４１）
－ 􀆰 ０２７０∗∗

（０􀆰 ０１５５）

ｌｎ（ｔｓｒ）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５２３∗∗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３４６）

ｏｐｅｎ
０􀆰 ７９１１

（０􀆰 ６８３３）
１􀆰 ０２０５∗∗

（０􀆰 ５９３０）
－ １􀆰 ０１８８∗

（０􀆰 ５５８４）
－ １􀆰 ００５

（０􀆰 ７３７８）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２８５）
－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２２）

－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３９）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２􀆰 ７０∗∗∗ ３９􀆰 ４６∗∗∗ ４２􀆰 １０∗∗∗ ７􀆰 ０６∗∗ ５３􀆰 ９３∗∗∗ ５９􀆰 ９６∗∗∗

Ｒ２ ０􀆰 ４５１３ ０􀆰 ５６５８ ０􀆰 ５５６０ ０􀆰 ３１８２ ０􀆰 ５４２７ ０􀆰 ５３８７

　 　 表 ４ 第（Ｉ）列为模型（１５）的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不论是否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行业

个体效应与时间趋势效应，ｈｓｍ 估计系数 β１ 一致显著为正，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１ 一致显著为

负。 表 ２ 的第（ＩＩ）列为模型（１６）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也表现出，ｈｒｄ 估计系数 β２ 显著为负，而
ｍｉｎ｛ｈｒｄ，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２ 显著为正。 因此，考虑到内生性之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有力说明了

以上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３． 反事实检验。 模型（１６）估计结果已经体现了反事实检验，展现出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性。 但是，之前的估计还可能因为 ｈｓｍ 和 ｈｒｄ 两个变量在每年都有很大的相关性，从而造成估计结

果偏误。 因此，本文采取 ｈｓｍ 平均值处理方式降低 ｈｓｍ 与每年的 ｈｒｄ 之间的相关性，并且用指示函

数 Ｉ 把变量间的相关性去除，再用 ｈｒｄ 大于 ｈｓｍ 的均值做反事实检验，即构建如下结构模型：
ｙ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β３ｈｓｍ ＋ λ３ Ｉ｛ｈｒｄ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ｓｍ）｝ ＋ ε （１７）

　 　 如果估计结果指示函数 Ｉ 系数 λ３ 不显著为正，那么之前的实证结果就是稳健的。
表 ５ 为模型（１７）的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ｈｓｍ 估计系数 β３ 一致显著为正，Ｉ｛ｈｒｄ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ｓｍ）｝估计系数 λ３ 一致显著为负。 因此，用指示函数把变量间的相关性去除之后，表 ５ 的反事实

检验也说明了以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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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１７）式估计结果

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ｓｍ
０􀆰 ０８６６∗

（０􀆰 ０６１４）
０􀆰 １０９６∗∗

（０􀆰 ０６０１）
０􀆰 １４０８∗∗

（０􀆰 ０６７２）
０􀆰 １３９３∗∗

（０􀆰 ０６６９）
０􀆰 １３３５∗∗

（０􀆰 ０６６９）
０􀆰 １２３２∗∗

（０􀆰 ０６６９）

Ｉ｛ｈｒｄ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ｓｍ）｝

－ ０􀆰 ２４９４∗∗∗

（０􀆰 ０７０３）
－ ０􀆰 ２５５５∗∗∗

（０􀆰 ０６８０）
－ ０􀆰 ２６８４∗∗∗

（０􀆰 ０７２４）
－ ０􀆰 ２６０３∗∗∗

（０􀆰 ０７２２）
－ ０􀆰 ２５３１∗∗∗

（０􀆰 ０７２３）
－ ０􀆰 ２５６２∗∗∗

（０􀆰 ０７２０）

ｒ＆ｄ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２１３）
－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３６４）

ｌｎ（ｌｅｔｉ）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８１）

ｌｎ（ｔｓｒ）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４１８）

ｏｐｅｎ
－ ０􀆰 ５１８７
（０􀆰 ３９６８）

０􀆰 ４８１１
（０􀆰 ７０８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１１６）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３􀆰 ６６∗∗∗ ３􀆰 ３７∗∗∗ ３􀆰 ０２∗∗∗ ３􀆰 ０８∗∗∗ ２􀆰 ９１∗∗∗ ２􀆰 ９３∗∗∗

Ｒ２ ０􀆰 ０４６１ ０􀆰 ０５６８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８２４ ０􀆰 ０８８９ ０􀆰 ０９９８

四、 结论与建议

如何将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的平稳

过渡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理论部分推出了一个产业“比较优

势演进受阻”的具体形式：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趋同，但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

入上的差距不会消失；后发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技术密集

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较高的基础之上，即便完美技术外溢，但和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不

会缩小。 在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其产业政策应

该优先作好产业升级，而不是优先创新驱动，通过产业升级引致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适宜匹

配。 同时，在存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如果过多的强调自主创新，而
忽视产业升级，可能会导致既没有创新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局面，无法摆脱以往的比较优势。 最

后，本文构造了基于互补关系的计量实证模型，对本文理论部分的核心结论进行检验，并且实

证结果是稳健的。
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第一，确保存量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稀释长久以来阻碍行

业发展的行政垄断势力，扭转激励机制扭曲，进而缓解人力资本错配。 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快推进存

量调整，推动传统赶超模式中的“纵向”干预体制向“横向”竞争机制转换，引入“科教文卫”等公共

服务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破除垄断行业自身利益壁垒。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高技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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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回报以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降低创新风险等途径改善高技能产业的内外部环境，使
其与垄断行业达到平等竞争的格局。 第二，当前中国人力资本错配主要表现为大量高人力资本向

非生产性、非创新性部门的过度集中。 在决定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流向上，制度约束力量似乎比市场

垄断力量更强大。 为此，加快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用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推动国内统一市场

的建设，成为打破人力资本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的关键。 第三，推进第二产业

产业内技术升级，积极鼓励和发展现代服务业，调整产业发展路径。 同时，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教育、研发等高技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全面优质的发展吸

纳高质量劳动力，改变由过去增长惯性造成的人力资本错配局面，为高技能人力资本发挥其外部性

功能制造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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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楠　 玉：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


